中韩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氛围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隐性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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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不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氛围对创新绩效的内在影响，分别以中国150家和韩国142家高新技术企业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创新氛围中引入个体信任和组织支持，隐性知识共享中引入正式组织共享和非正式组织共享，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如下：（1）中国企业在高学历人才和企业研发投入上不及韩国，员工忠诚度低于韩国。（2）中国企业，员工工作年限的不同对组织支持产生显著差异，R&D的不同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差异；韩国企业，员工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差异，工作年限的不同对非正式共享产生显著差异，企业R&D投入的不同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差异。（3）两国企业，创新氛围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中，隐性知识共享皆起到完全中介作用。（4）中国企业，正式组织共享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最大，个体信任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最小；韩国企业，非正式组织共享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最大，组织支持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最小。研究结论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管理有以下启示：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原则;为员工提供自由轻松的工作环境;重视员工的非正式知识共享和学习活动，有效激励员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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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atmosphere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high-tech enterprises, a comparative explicit research was developed based on 150 Chinese high-tech enterprises and 142 South Korean high-tech enterprises. A SEM is designed and tacit knowledge sharing as a mediating role. The results are the following :(1) According to 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the input of high-educated human capitals and R&D in Chinese high-tech enterprises is lower than that in South Korea’s and employees’ loyalty in China is lower than that in South Korea.(2)ANOVA test shows that in Chinese high-tech enterprises, employees’ different working years h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R&D h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South Korean high-tech enterprises, employees’ working years h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informal sharing, while education level and R&D h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3) In both Chinese and South Korean high-tech enterprises, tacit knowledge sharing plays a complet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innovation atmosphere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4) In Chinese high-tech enterprises, the impact of formal sharing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the largest and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trust is the smallest; In South Korean high-tech enterprises, the impact of informal sharing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the largest and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 support is the smallest. The research has some inspiration for the management of Chinese high-tech enterprises: implementing the people-oriented principle, providing employees with a free and relaxed working environment;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employees' informal knowledge sharing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motivating employees to develop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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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以创新为主，社会的进步需要各行各业实现创新。企业要想提高竞争力关键在于创新，高新技术企业更是如此。在学术界，关于如何推动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问题，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开展研究工作，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企业创新氛围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企业创新氛围对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影响作用。虽然创新氛围对创新绩效的作用已经得到认同，但是其中的作用机理和具体路径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中国企业不断与国际接轨，也不断学习吸收国际企业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管理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家和学者们学习和关注的问题。知识管理最初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提起，后在西方各国以及日本、韩国企业中得到普遍应用，后传入中国。知识管理包括对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管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是知识存在的两种形式，学者研究发现隐性知识在企业中比例高达90%，相比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对企业的持续竞争力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隐性知识共享是知识管理中一个重要内容，如何通过实现隐性知识共享进行知识的管理，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发展尤为关键[1]。目前大部分关于知识管理的研究仅限于在一个国家展开，缺少跨国比较研究。本研究以高新技术企业为对象，结合笔者在韩国的专业学习和企业实践，对中韩两国高新技术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引入隐性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采用SPSS23.0和AMOS25.0软件工具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两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创新氛围通过隐性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影响创新绩效不同的作用机理。
1  中韩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概述
1.1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真正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又称“863计划”，标志着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开始。1988年8月，“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划”即“火炬计划”开始实施，以创办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和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为重要内容。1988年5月10日，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到2019年，全国共有169个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含苏州工业园）。从1995到2001年，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保持了一个持续的增长势头，高技术产业的工业产值从4 713亿元增长到了17 083亿元，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20%，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最快。2001年之后，中国高技术的发展依然是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领先发展，其他行业紧随其后的发展模式进行，到2011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总产值增长到了43 560亿元，占到高技术总产值的49.26%[2] 。另一个显示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指标是中国高技术进出口贸易额。从2004年开始，中国高技术的出口额开始大于进口额，之后一直保持着出口额大于进口额的趋势。2011年之后，中国高技术的发展表现为从依赖外国技术转为自己研发技术，以技术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目标，逐步提高国际竞争力。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占世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重来看，2015年为29.08%，超过美国的28.94%，成为世界高技术的主导者，在全球高技术价值链中的地位呈上升趋势[3]。虽然中国已成为世界高技术产品出口最大国，但总体缺少世界知名品牌，产业国际化程度不高；高技术生产制造规模大，但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程度不高，产业增加值率相对较低。有学者研究指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正在经历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范式转换，并提出通过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建设能力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4]。
1.2  韩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韩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继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之后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1967年，韩国成立科技部，主管和协调全国科技的发展。1973年，韩国政府仿效美国硅谷、日本筑波科学城，在韩国中部腹地规划建设大德科技研究园区（以下简称“大德科学城”），成为韩国乃至亚洲最优秀的研发和培育新产业的基地，为韩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技术引擎。由于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大力投入，韩国的经济也取得了大幅度的进展。1998年世界金融危机波及到韩国，韩国政府积极采取一系列的风险投资、发展信息产业等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措施，使得韩国顺利度过了金融危机[5]。自大德科学城之后，韩国在1991－2000年间，又在光州建立高科技产业园，成为韩国第二代科技园。韩国第三代科技园建立于1997年，分3个阶段共建成18个科技园，包括第一阶段的仁川、松岛、大邱、庆北、光州、忠南科技园；第二阶段的釜山、浦项、忠北、全北、全南、江源、庆南、蔚山科技园；第三阶段的京畿道、首尔、大田、济州科技园。韩国的科技园基本平均分布在全国每个道、市，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每个科技园有专一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类型，这种分类分层的产业布局有利于政府对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统筹管理。第一代和第二代科技园立足于开发大城市周围的土地，引进大企业和研究机构，第三代科技园则以大学和产业聚集地作为区位选择地，采取对大学及产业聚集地进行支援的战略，因此第三代科技园的重点是支援地方产业而不是单纯引进企业和研究机关。韩国高新技术企业在高技术人才和研发投入上位于世界前列，半导体产业是韩国的强项，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国内其他产业的发展。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创新氛围对创新绩效的作用
在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对创新氛围的研究是基于组织氛围的研究基础之上。West等[6]从认知的角度定义创新氛围，认为创新氛围是影响员工创新能力、创新思想发挥的一种工作氛围，这一定义在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力。Amabile等[7]赞同主观认知的观点，认为组织创新氛围是组织成员能否感知到组织的创新环境以及组织内部支持员工创新性、革新性的一种特质。王思颖[8]在融合其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创新氛围是一种存在企业内部的环境氛围，与企业的生产运作、管理方式等息息相关，并通过直接与间接的作用对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作用。孙锐[9]指出组织创新氛围是组织成员从主观感知角度出发感知整个组织环境的创新氛围，包括对组织的管理方式、流程以及其他重要环境因素的认知，并借此激发和调动整个员工的积极性，激励员工投身到产品的开发、再造等创新活动中。
关于创新绩效的定义，Hagedoom等[10]将其分为狭义和广义的理解，狭义的创新绩效是指企业将发明创造投入到市场的程度；广义的创新绩效是指一个新的概念或新想法，从产生到投入市场取得创新的整个过程。管理大师Drucker[11]认为，创新是企业将已有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从而产生新价值的一个过程。李培楠等[12]研究发现，创新绩效是企业新产品带来的价值增长值，包括新产品的个数、专利申请数等显性指标，也包括管理方法的提高、管理模式的改进等隐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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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在创新氛围中引入个体信任和组织支持，提出以下假设：
H1a：高新技术企业个体信任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作用；
H1b：高新技术企业组织支持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作用。
2.2  创新氛围对隐性知识共享的作用
关于知识的分类，已有研究将知识分成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指可以用文字、符号或数学公式表达的知识；而隐性知识则不可以编码记录，内嵌于人的大脑里，通常指人的灵感、精神、技能、技巧或是组织文化等。学者研究发现，企业中隐性知识占到知识总量的90%，而显性知识只有10%[16]。因此，隐性知识对于企业的创新，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7]。日本知识管理之父野中郁次郎认为日本企业成功的秘诀在于企业内隐性知识的管理和知识创新，并提出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互相转化的SECI模型。隐性知识管理包括隐性知识的获取、共享、转化、创新等。关于隐性知识共享，国内外研究者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发现企业内的隐性知识共享促进创新绩效。毕艳秋[18]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隐性知识共享进行进一步研究，从企业个体互动、正式组织共享、非正式组织共享分别探讨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在发现隐性知识共享的3个维度中，组织正式共享对企业创新绩效发挥最大的影响作用。这一研究结果反映了目前中国高新技术企业隐性知识共享存在的形式与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有不同之处。如何通过分享隐性知识达到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企业市场占有率， Munns[19] 、Park等[20]和Buvik等[21]都认为通过在企业里建立一种文化制度可以鼓励员工进行知识分享，而这种文化制度是建立在企业员工的互相信任和合作之上的。王生银[22]对我国农业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员工信任通过知识共享意愿的中介作用对知识共享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在隐性知识共享中引入正式组织共享和非正式组织共享，提出以下假设：
H2a: 高新技术企业个体信任对非正式组织共享起正向影响作用；
H2b：高新技术企业个体信任对正式组织共享起正向影响作用。
H3a：高新技术企业组织支持对非正式组织共享起正向影响作用；
H3b：高新技术企业组织支持对正式组织共享起正向影响作用。
2.3  隐性知识共享对创新绩效的作用
企业的创新依赖于员工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因此企业内员工的知识分享是实现企业创新的一种路径。知识分享的独特性、复杂性和依赖性决定了企业创新的困难程度[23]。很明显，一家企业的知识转化和创造知识的能力决定其创新的水平，比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生产新产品的能力以及快速适应市场的能力等[24]，但是只有当员工自愿分享他们知识时，组织才能有效地管理知识。持续的知识分享将对组织内的团队、单位及整个组织起到积极的贡献作用[25]。研究者提出在员工当中进行知识的分享会以比较低的投入对顾客的需求作出更快的反应[26]。还有研究者把知识共享与组织学习和市场定位联系在一起，认为知识共享是组织内学习的一部分，可以导致市场敏锐性和创新活动的提升[27]。知识共享会促进组织带来大范围的变化[28]。组织内的显性知识分享和隐性知识分享对组织的创新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9]。姚艳红等[30]通过对上海、北京、长沙的中小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探讨知识共享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隐性知识共享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小于显性知识共享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这一研究结果说明大部分企业依然重视企业内的显性知识，这与知识管理中隐性知识的独特性、难以表达、难以传递和难以转化有关。何会涛等[31]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出发，提出通过知识管理和组织学习提高组织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但是并未对知识管理做进一步的分析，因此没有指出知识管理中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各自发挥的作用大小。 孙世强等[32]研究中国小微企业发现，企业在拥有较高的潜在吸收能力情境下，企业内隐性知识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关系会增强；企业在拥有较高的现实吸收能力下，企业内显性知识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关系会增强。基于以上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a：高新技术企业非正式组织共享对创新绩效起正向影响作用；
H4b：高新技术企业正式组织共享对创新绩效起正向影响作用。
2.4  隐性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
学者对知识的研究发现，企业中绝大部分知识都是以隐性知识的形式存在，决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为隐性知识而非显性知识，隐性知识的共享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33] 。企业创新氛围有利于员工实现隐性知识共享，按照Baron等[34]提出的中介变量选取原则，中介变量必须与自变量和因变量有较强的相关性，如上所述，创新氛围对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同时隐性知识共享对创新绩效有影响作用。基于以上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a：高新技术企业中非正式组织共享在个体信任对创新绩效中发挥中介作用；
H5b：高新技术企业中非正式组织共享在组织支持对创新绩效中发挥中介作用；
H5c：高新技术企业中正式组织共享在个体信任对创新绩效中发挥中介作用；
H5d：高新技术企业中正式组织共享在组织支持对创新绩效中发挥中介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中韩高新技术企业为对象。由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庞大且发展有地域不均衡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35]，为了能从整体上发映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水平，选取了山东省、山西省、甘肃省高新技术企业各50家总共150家（以下简称“中国样本”）参与问卷调查，他们分别代表了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的高新技术企业。韩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则选取了韩国第三代科技园区中的全北、全南、仁川、京畿道、济州、大田科技园的高新技术企业共142家（以下简称“韩国样本”）参与问卷调查。
3.2  研究工具
通过发放问卷对中韩样本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调查。在中国发放问卷的时间从2019年11月1 日开始至2019年11月30日结束，通过实地发放问卷和网上发放问卷进行，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215份，有效回收率为53.7%。在韩国发放问卷的时间从2019年12月1 日开始至2019年12月31日结束，通过实地发放问卷和电子邮件两种方式进行，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21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53.5%。在韩国发行的问卷统一翻译成韩语，并由韩国相关领域内的教授进行润色和校对。问卷共分4个部分设计，分别是员工信息和企业信息、企业创新氛围、隐性知识共享和企业创新绩效。员工信息包括员工年龄、性别、工作年限、企业信息包括员工总人数、研发投入占销售额比例。企业创新氛围的测量参考Bock等[36]的创新氛围量表，分个体信任和组织支持两个维度共9个题项；隐性知识共享的测量根据姚艳红等[37]开发的量表，在此基础上对个体互动和非正式组织共享进行整合，最后形成非正式组织共享和正式组织共享两个维度共11个题项；企业创新绩效的测量参考Storey等[38]使用的量表，分别从企业运营绩效和顾客绩效进行衡量，共8个题项。所有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设计，数字1到5代表非常不符合、基本不符合、一般、基本符合和非常符合。回收后的问卷采用SPSS23.0和AMOS2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3.3  研究模型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设定创新氛围（IC）为内生潜变量，包含两个维度分别是个体信任（IT）和组织支持（OS）；创新绩效（IP）为外生潜变量；隐性知识共享（TKS）作为中介变量，包含两个维度分别是非正式组织共享（IS）和正式组织共享（FS）。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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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本研究模型

4  数据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bookmark: OLE_LINK95]因为本研究调查中涉及到了企业内的知识管理及企业发展的问题，故选取企业的中层及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为调查对象，相关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1）就性别来看，中国样本中调查对象男性有151名，占总数的70.2%，女性有64名，占总数的29.8%；韩国样本中调查对象男性有138人，占总数的64.5%，女性有76人，占总数的35.5%。两国样本中调查对象男性均多于女性。（2）年龄分布按在30岁以下、31～40岁、41～50岁、51～60岁、61岁以上5个阶段进行设计，中国样本中年龄在31～40岁的人数最多，有117人，占总数的54.7%；韩国样本中人数在41～50岁这个年龄段的最多，有68人，占总数的31.7%。此外，如表1所示，就教育程度来看，中国样本中本科学历的占比（43.2%）最高，而韩国样本中研究生学历占比（50.0%）最高；工作年限方面，中国样本中为11～15年的占比（32.8%）最高，而韩国样本中为16～20年的占比（38.8%）最高；企业R& D投入方面，企业R&D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中国样本中在7.1%～9.0%这一部分的企业居多，占34.4%，而韩国样本中在11.1%以上的企业居多，占47.7%。从以上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1）韩国样本企业在高学历人才的投入上明显高于中国样本企业；（2）韩国样本企业的员工在一家企业工作的时间长于中国样本企业的员工，说明韩国高新技术企业中员工的忠诚度高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员工的忠诚度。（3）韩国样本企业的研发投入高于中国样本企入。

表1  样本企业描述性统计结果
	类别
	属性
	中国样本
	韩国样本

	
	
	数量/人，家
	比例
	数量/人，家
	比例

	教育程度
	高中
专科
本科
研究生
研究生以上
	11
27
93
53
31
	5.1%
12.6%
43.2%
24.6%
14.5%
	3
8
78
107
18
	1.4%
3.7%
36.4%
50.0%
8.4%

	工作年限/年
	≤5 
6～10
11～15
16～20
≥21 
	36
68
51
47
33
	16.7%
31.6%
32.8%
22.0%
15.3%
	23
34
38
83
36
	10.7%
15.9%
17.8%
38.8%
16.8%

	R&D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
	≤5%
5.1%～7%
7.1%～9%
9.1%～11%
≥11.1%
	19
70
74
15
37
	8.9%
32.6%
43.4%
7.0%
17.2%
	16
18
36
42
102
	7.5%
8.4%
16.8%
19.6%
47.7%



4.2  方差分析
设定样本企业中员工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以及R&D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为控制变量，分别作单因素方差检验，以此发现各个控制变量对企业的个体信任、组织支持、非正式共享、正式共享以及创新绩效是否产生显著性差异。
中国样本企业的变量方差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如果显著性P值大于0.05，说明控制变量对因变量不产生显著性差异，反之，则说明这个控制变量对因变量会产生显著性差异。结果显示，工作年限和R&D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的不同分别都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性差异，但对个体信任、组织支持、非正式共享、正式共享各变量均不产生显著性差异；除此之外，其他变量均不产生显著性差异。
表2  中国样本企业的变量方差检验
	因变量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工作年限        R&D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

	
	F值    P 值
	F值    P 值
	F值     P 值
	F值     P 值
	F值   P 值

	个体信任
	1.799  0.130
	2.725  0.345
	1.593  0.177
	1.147  0.355
	1.699  0.136

	组织支持
	0.144  0.966
	1.392  0.238
	1.797  0.131
	2.513  0.043
	2.103  0.066

	非正式共享
	0.382  0.821
	0.538  0.708
	1.026  0.395
	0.795  0.529
	0.600  0.654

	正式共享
	0.644  0.618
	0.614  0.653
	1.316  0.265
	0.856  0.491
	2.708  0.051

	创新绩效
	0.629  0.642
	0.156  0.960
	1.104  0.356
	0.825  0.511
	6.131  0.000



表3为韩国样本企业的变量方差检验结果，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工作年限的不同和R&D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的不同分别都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性差异，但对个体信任、组织支持、非正式共享、正式共享各变量均不产生显著性差异；除此之外，其他变量均不产生显著性差异。
表3  韩国样本企业的变量方差检验
	因变量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工作年限           R&D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

	
	F值     P 值
	F值     P 值
	F值     P 值
	F值     P 值
	F值     P 值

	个体信任
	1.329  0.978
	2.725  0.345
	1.443  0.221
	1.392  0.238
	1.534  0.230

	组织支持
	0.543  0.453
	1.196  0.312
	1.205  0.310
	0.538  0.708
	2.005  0.073

	非正式共享
	0.897  0.345
	2.277  0.056
	0.661  0.620
	3.725  0.006
	1.534  0.890

	正式共享
	0.623  0.528
	1.116  0.330
	0.342  0.849
	0.614  0.653
	1.908  0.064

	创新绩效
	0.359  0.652
	1.104  0.356
	3.565  0.004
	2.377  0.051
	6.790  0.000



4.3  信效度检验
    利用SPSS23.0软件工具对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通常用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对其进行检验，如果系数在0.8以上，说明量表可信度高；如果系数在0.7～0.8之间，说明量表的信度可以接受；如果系数小于0.6，则说明这个量表需要重新修订。效度包括内容和结构效度。本研究使用的量表均来自以往学者的成熟问卷，因此内容效度良好。结构效度方面，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将特征值大于1 作为提取因子的标准。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之前，需要对收集的数据进行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以鉴定因子分析的可行性。统计学中一般的评价标准是KMO值大于0.7，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显著性小于或等于显著性水平。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创新氛围提取两个公因子，隐性知识共享提取两个公因子，问卷的信效度结果如表4所示，各个指标均符合检测要求，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表4  样本各变量的信效度检验
	变量
	α
	KMO
	巴特利特球形度

	
	中国样本   韩国样本
	中国样本  韩国样本
	中国样本   韩国样本

	个体信任
	0.849       0.912
	0.914    0.945
	0.000      0.000

	组织支持
	0.916       0.890
	0.914    0.900
	0.000      0.000

	非正式组织共享
	0.867       0.918
	0.890    0.902
	0.000      0.000

	正式组织共享
	0.873       0.860
	0.890    0.815
	0.000      0.000

	创新绩效
	0.918       0.902
	0.887    0.934
	0.000      0.000



4.4  验证性因子分析
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了创新氛围两个公因子、隐性知识共享两个公因子，在此基础上通过AMOS25.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基于各测量指标的因子载荷不低于0.5的标准，对两个独立的数据样本进行分析，依次删除题项14、15、16、24、29、30和11、15、16、24、29并检验假设模型的拟合度。统计学中通常用x2/ df（卡方自由度比）、GFI（拟合度）、AGFI（调整后的拟合度）和RMSEA（近似误差均方根）对模型的拟合度进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两组数据中创新氛围、隐性知识共享和创新绩效的拟合度均经过检验。
[bookmark: OLE_LINK2]  表5  样本各变量的的验证性分析检验
	拟合指数
	卡方自由度比
	拟合度
	调整后的拟合度
	近似误差均方根

	
	中国样本   韩国样本
	中国样本   韩国样本
	中国样本   韩国样本
	中国样本   韩国样本

	创新氛围
	2.237      2.667
	0.935      0.955
	0.961      0.981
	0.078      0.088

	隐性知识共享
	2.207      2.267
	0.921      0.953
	0.909      0.910
	0.090      0.077

	创新绩效
	0.969      0.964
	0.993      0.996
	0.969      0.978
	0.012      0.001



 4.5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本研究涉及到了两套独立的问卷，关于比较研究的做法，可以在AMOS中通过群组分析比较各项指标的检验结果，也可以分别对两套问卷分析，为了得到更加具体的比较结果，采用分别检验两套独立问卷的方式进行比较。基于同样的研究模型，首先对中国样本企业数据进行分析，整合模型中从个体信任到创新绩效和从组织支持到创新绩效两条路径的系数没有通过检验，因此对此模型进行进一步修正；修正之后的模型（见图2）经过拟合度检验，其中X2 /df的值为2.132 ，RMSEA的值为0.079，GFI值为0.917，CFI值为0.923。其次对韩国样本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整合模型中从个体信任到创新绩效和从组织支持到创新绩效的路径没有经过检验，故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对修正后的模型进行拟合度检验，其中X2 /df的值为1.929 ，RMSEA的值为0.083，GFI值为0.907，CFI值为0.933，各项指标均经过检验。修正后的两个模型的路径分析结果分别如表6和表7所示。
表6  中国样本企业创新氛围对创新绩效影响路径分析
	路径
	假设
	估计值
	标准误
	建构信度
	显著性
	结果

	IT个体信任→IP创新绩效
	H1a
	0.016
	0.092
	0.175
	0.861
	不成立

	OS组织支持→IP创新绩效
	H1b
	0.164
	0.112
	1.470
	0.142
	不成立

	IT个体信任→IS非正式共享
	H2a
	0.318
	0.072
	4.404
	***
	成立

	IT个体信任→FS正式共享
	H2b
	0.390
	0.073
	5.327
	***
	成立

	OS组织支持→IS非正式共享
	H3a
	0.239
	0.093
	2.559
	0.010
	成立

	OS组织支持→FS正式共享
	H3b
	0.350
	0.096
	3.663
	***
	成立

	IS非正式共享→IP创新绩效
	H4a
	0.381
	0.095
	4.027
	***
	成立

	FS正式共享→IP创新绩效
	H4b
	0.508
	0.128
	3.966
	***
	成立


注：***表示P值小于0.001，有极其显著的差异性。下同。

表7  韩国样本企业创新氛围对创新绩效影响路径分析
	路径
	假设
	估计值
	标准误
	建构信度
	显著性
	结果

	IT个体信任→IP创新绩效
	H1a
	0.042
	0.100
	0.463
	0.643
	不成立

	OS组织支持→IP创新绩效
	H1b
	0.016
	0.129
	0.153
	0.871
	不成立

	IT个体信任→IS非正式共享
	H2a
	0.443
	0.097
	3.879
	***
	成立

	IT个体信任→FS正式共享
	H2b
	0.304
	0.079
	4.114
	***
	成立

	OS组织支持→IS非正式共享
	H3a
	0.488
	0.122
	3.975
	***
	成立

	OS组织支持→FS正式共享
	H3b
	0.223
	0.095
	2.123
	0.034
	成立

	IS非正式共享→IP创新绩效
	H4a
	0.556
	0.115
	4.644
	***
	成立

	FS正式共享→IP创新绩效
	H4b
	0.392
	0.102
	3.871
	***
	成立



关于中介效应的检验，本研究采用bootstrapping方法，此方法是由Mackinnon等[39]提出的，是目前为止相对有效的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主要分两个步骤进行，先检验间接效应（间接效应存在，说明中介效应存在；间接效应不存在，说明中介效应不存在），再检验直接效应（直接效应存在，说明是部分中介，直接效应不存在，说明是完全中介）。依然分中、韩两组独立数据进行检验非正式共享和正式共享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8所示，中国样本企业中，组织支持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不存在，也就是非正式组织共享和正式组织共享在组织支持和创新绩效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个体信任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不存在，也就是非正式组织共享和正式组织共享在个体信任到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韩国样本企业中，组织支持对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不存在，也就是非正式组织共享和正式组织共享在组织支持和创新绩效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个体信任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不存在，也就是非正式组织共享和正式组织共享在个体信任到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
表8  样本企业非正式共享和正式共享的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个体信任-非正式（正式）共享-创新绩效
	   组织支持-非正式（正式）共享-创新绩效

	
	中国样本
	韩国样本
	中国样本
	韩国样本

	间接效应（下限）
	0.145
	0.126
	0.072
	0.069

	间接效应（上限）
	0.541
	0.614
	0.653
	0.829

	直接效应（下限）
	−0.208
	−0.196
	−0.219
	−0.353

	直接效应（下限）
	0.274
	0.333
	0.442
	0.278



5  研究结果
    综合以上数据分析，得出两组模型中各个变量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总影响的结果如表9所示，可以清晰看出两组数据不同变量对创新绩效不同的影响结果。其中，对于中国样本企业，对创新绩效影响最大的变量是正式组织共享，其次是非正式组织共享，再次是组织支持，最后是个体信任；对于韩国样本企业，影响创新绩效最大的是非正式组织共享，其次是正式组织共享，再次是个体信任，最后是组织支持。
表9  样本企业各变量影响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bookmark: OLE_LINK3]中国样本   韩国样本
	中国样本   韩国样本
	中国样本   韩国样本

	组织支持
	0.000  0.000
	0.367  0.340
	0.367  0.340

	个体信任
	0.000  0.000
	0.293  0.364
	0.293  0.364

	非正式组织共享
	0.381  0.534
	0.000  0.000
	0.381  0.534

	正式组织共享
	0.508  0.394
	0.000  0.000
	0.508  0.394



6   结论与启示
6.1  结论
为检验不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氛围对创新绩效的内在影响机理，选取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和韩国高新技术企业分别进行实证调查，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在创新氛围中引入个体信任和组织支持，在隐性知识共享中引入正式组织共享和非正式组织共享，通过比较研究发现：
（1）中国样本企业在高学历人才和企业研发投入上不及韩国，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低于韩国。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起步较晚、底子薄弱，虽然近几年随着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大科技企业在某些技术方面领先于世界，人才和企业研发投入也较高，但是中国企业的整体水平依然落后。中国和韩国同属东亚国家，但在企业文化方面韩国更多受到日本以及美国的影响，[40]韩国人的国家意识和家族意识非常强烈，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也相对较高。
[bookmark: OLE_LINK28]（2）中国样本企业员工工作年限的不同对企业的组织支持产生显著差异，R&D的不同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差异。员工工作年限越长越容易产生组织支持，这是因为随着员工在企业工作时间的增加，员工从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到工作的熟练程度等方面都非常适应，有了一定归属感，在此基础上更容易产生对组织的支持。韩国样本企业员工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差异，工作年限的不同对隐性知识的非正式共享产生显著差异，企业R&D投入的不同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差异。中国和韩国在建国初期都经济落后，都处于贫困国家的行列，但是韩国经济发展比较迅速，具有“汉江奇迹”“亚洲四小龙”之称，1994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突破1万美元[41]，这些成就都离不开韩国政府对全民教育和科技的重视。韩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占GDP总量一直处于世界前列，根据2018年OECD统计数据，每万名就业人员中R&D人员数韩国是114.3人，超过美、英、日、德等发达国家，远远高于中国的22.4人，世界排名第一[42]。韩国样本企业的R&D投入越高，对企业的创新绩效越产生显著影响。
（3）虽然整体上样本企业的创新氛围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隐性知识共享都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但不同国家具体的影响路径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中国样本企业中影响创新绩效的最大作用因素是正式组织共享，影响作用最小的因素是个体信任。这一结果说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已经普遍重视隐性知识共享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尤其重视通过正式组织共享的形式实现隐性知识的共享。正式组织共享知识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如在企业内举行各种会议，包括晨会、夕会、思想总结会、个人经验分享会、团队之间的经验交流会等，还包括企业为新进员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知识培训、师傅带徒弟的跟班学习、定期为所有员工举办的学习活动，包括外出培训和企业内部员工的知识交流等，其中思想及经验方面的学习和交流皆是隐性知识，对员工的发展进步非常重要。这些不同形式的知识分享活动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刺激员工不断学习、不断创新，是企业得以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企业统一安排的正式组织共享虽然能刺激员工不断学习和成长，但是也有其弊端，这些活动大都要求员工在固定时间去固定地点参加学习，有很强的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就企业管理而言死板苛刻、约束性强，企业过多的会议非但不能激励员工学习，反倒使员工产生紧张和压力。企业内非正式组织共享，是基于员工共同的喜好、价值观而产生的，是正式组织共享的一种有效补充形式，具有灵活、自主、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特点。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样本企业中正式组织共享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大于非正式组织共享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分析原因，受中国经济文化制度及历史的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集体主义高于个人主义，企业管理层也比较重视组织活动、弱化个人行为，相应地在制定一些政策时也是从组织利益出发，以个人服从组织为原则，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
2）韩国样本企业中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最大因素是非正式组织共享，影响作用最小的是组织支持。非正式组织共享是在员工个体间的信任和共同兴趣、价值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使得员工乐于分享彼此的工作经验和想法。这种分享是员工在非正式场合通过非正式形式随时随地进行，而不是在组织内的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的经验分享。员工乐于分享自己的知识建立在互相信任基础上，员工之间的信任以及领导与员工之间的信任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需要时间的考验，如果企业的员工频繁跳槽，很难形成信任感。从本研究调查的数据看出，韩国样本企业中工作时间在16～20年的老员工有83人，占所有人员的比例最大，为38.8%，而中国样本企业中占比最大的为工作6～10年的员工，有68人，工作在16～20年的老员工仅有47人，占比为22%。韩国很多企业实行员工终身工作制。韩国与中国同属于东亚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是因为与日本和美国的密切贸易和科技往来，韩国企业更多受到日本及美国企业文化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家族意识，导致韩国企业员工的忠诚度普遍较高。韩国人认为他们是东亚的特例，民主色彩浓厚。[43]韩国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层的决策随处体现民主、公开、透明，鼓励员工的“crazy thinking”（疯狂想法）。
6.2  启示
本研究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管理有以下启示：
（1） 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原则。无论是高学历知识型员工，还是技能技术类员工，他们都是企业的宝贵财富，如果出现员工的离职就意味着企业知识的流失，会对企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管理者应改变以往观念，从根本上尊重每一位员工，视员工为企业的主人而非雇佣者，为员工营造轻松愉悦的工作环境，尽量为员工减轻工作压力特别是心理压力，充分尊重员工个体与人格特征、工作时间、工作职权和个人进步与发展。目前韩国很多企业实行因人而异的弹性工作制度，这种弹性工作打破了传统的一律早八点上班、晚六点下班的工作方式，而是根据员工自身特点，由员工提出适合自己最有效的工作时间段。如对软件工作者来说，可能晚上八点到凌晨四点是他们最佳时间段，如果规定他们必须白天上班势必会影响其个人情绪，继而影响工作质量，降低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最终可能导致员工离职。企业实行弹性工作制，员工的管理会更加简化，以往计算出勤率、上班打卡、下班签退等费时费力的传统做法都将取消，以个人绩效为目标的考核方式更加简单直接，也更加有效激励员工发展。
（2） 企业为员工提供自由轻松的工作环境。本研究发现创新氛围对创新绩效有积极影响，这里的氛围既包括企业内部鼓励创新的工作环境，也包括员工之间融洽的工作气氛。如何让员工之间有更多的交流机会，韩国企业里通常做法是建立公共休息区，为员工提供舒适的沙发及咖啡、茶等饮料，员工可以随时在这里放松紧张的工作心情，关键一点是，这个休息区为员工提供了互相交流的机会，工作中产生的困惑或者好的想法等都可以与同事进行分享，管理者也可以在这里及时了解员工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也就自然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公共休息区不仅在韩国企业里存在，在韩国大学习里也很普遍，深受大家欢迎。
（3）重视员工的非正式知识共享和学习活动。员工的非正式学习是指除了企业组织的有计划、有目标的学习培训活动之外的，任何员工自发的学习活动，这种非正式学习包括员工之间随时进行的经验技术交流、员工自愿参加的各种网络或是实地技术交流、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向别人请教问题或分享经验等。本研究发现在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各个因素中，韩国样本企业员工的非正式知识共享发挥最大的作用。美国劳工部曾经做过评估发现，企业内70%与工作相关的学习都不是发生在企业的正式培训之内，而是非正式学习活动中[40]。
    本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依然存在不足之处，如中国和韩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样本量不够大，今后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地区范围，取得更大的样本数量；另外对于因变量创新绩效的处理采取单维度量表，在以后研究中可以针对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分别进行路径分析，以得到更加具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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